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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追问一个组织理论未曾正视的本体论问题：为何在关于“正确决断”的知识、流程与工具高
度发达的今天，组织依然系统性地产出错误的决断？既有解释将之归于信息不足、激励错位或群体迷
思，暗含一个乐观预设——只要这些要素被补足，好的决断就会自然发生。本文的进路与此根本不
同。通过对诺基亚、一家中型科技公司与远海平台情景三个组织现场的对勘，本文提出“决断的重
力”这一概念：它不是一种可被培训的能力，也不是一项可被制度规定的责任分配方案，而是指在所
有理性计算、信息分析与集体讨论都已穷尽之后，那个必须由某个具体肉身单独承担“我就选这条
路，错了我来担”的构成性瞬间。它的在场，使决断的发生不至沦为“伪决断”——一种在形式上完
成全部决策程序、却在实质上无人承重的组织行为。本文进一步揭示，当代组织所推行的许多“最佳
实践”，恰恰构成了一个系统性消除重力发生条件的精巧装置；而组织最深层的失能，也并非决策质
量的低下，而是这一构成性条件的被绕开。在与高可靠性组织理论的正面交锋中，本文论证：即便在
最成熟的制度化决断传统中，重力承担仍作为一项无法被流程完全消解的构成性剩余而存在。本文最
后给出了一个可操作的诊断判据与三项修复信标，并为这一判断提出了可被严格证伪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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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当我们拥有了所有的“正确”，组织为何仍然出错？

本文是一篇追问的记录。它的起点，是一项已经被做出、但尚未追问到底的判断：在许多组织
中，真正的判断正被一套看似理性的制度安排悄悄集中到极少数人——或一套匿名的流程——手中，
导致组织成员的“替补判断能力”逐渐退化。前文以“压舱石”之名，命名了那些在制度与个人的夹
缝中，由普通成员自发完成的补位、兜底与相互托举——它们是组织的一项隐性基础。这是一步有价
值的推进。

但它留下了一个更深的、未被撬开的问题：为什么判断会被轻易地“集中”并导致退化？倘若把
组织设计成一台精密的推理机器——让信息充分流动、让讨论充分展开、让评估标准足够客观——难
道不正是对抗个人判断失误的最可靠方式吗？事实上，过去半个世纪的管理学，正是沿着这一路径前



进的。从战略规划到六西格玛，从大数据分析到人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我们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
精密、最理性的组织决策工具。

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始终存在：组织以惊人频率做出的愚蠢决定，与五十年前并无二致。
诺基亚在触摸屏革命的黎明到来之际，用无可挑剔的财务论证一次又一次地否决了自己的触屏项目。
柯达的工程师发明了数码相机，然后整个管理层眼睁睁看着它被锁进档案柜。波音将安全工程的判断
权让渡给金融化的考核指标，直到两架飞机坠毁。每一个案例的事后复盘，都会得出同一个荒诞的数
据点：不是没人看到危机，不是缺乏警告，不是没有讨论——相反，所有的红灯都被点亮过，所有的
警告都写在内部备忘录里，所有的正确分析都曾在某间会议室里被清晰地陈述过。然后，组织若无其
事地从上面碾了过去。

这究竟在发生什么？现有的主流解释——群体迷思、信息茧房、激励错位、系统刚性——都只描
述了症状，却共享一个共同的盲区。它们把问题归结为“信息不够、讨论不够、激励不够”，并且暗
含同一个乐观预设：只要这些要素被补足，组织就会做出正确的决断。本文要正面击穿的，正是这个
预设。它引向一个更根本的追问：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在信息与讨论之外，在所有“正确”的
要素都已齐备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一条致命的裂缝，而这条裂缝，恰恰被组织理论和管理实践系
统性地绕开了？

这个追问逼出一个全新的概念：决断的重力。它指的不是某种可被培训的“决断力”，也不是一
套可被设计的“责任分配机制”，而是那个发生在一切可被言说、可被制度、可被共识的东西都已穷
尽的尽头，由一个或数个具体的、必死的肉身单独承担起“我就选这条路，错了是我的责任”的不可
公约之重。它不是决断的一个附加属性，而是决断之为决断的构成性前提。当这重力量被系统性地绕
开、稀释、伪装成流程的输出或众人的共识时，组织所产出的，便不再是真正的决断，而只是具有决
断外观的“伪决断”。本文的诊断是：当代组织的许多所谓“最佳实践”，并非在提升决断的质量，
而是在精密地消除这重力量发生的条件。

为了让这一步推进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扎根于同一矿脉的更深处，本文需要先做两项准备工作。
第一，将“决断的重力”放入它所属的理论领域，通过与最接近的几位理论邻人的严肃对勘，划定它
不可被既有概念替代的边界（第二节）。第二，从三个真实组织的对勘中——诺基亚的制度性回避、
一家中型科技公司日常决策中重力的发生与消解、以及远海平台情景极端处境下的决断——逼出这个
概念所依据的现场矛盾，并展示它在不同组织形态中发生的条件与不可能的条件（第三节）。在此基
础上，本文将搭建一个以决断的重力为核心的分析框架（第四节），并正面迎战一个最具挑战性的理
论对手——高可靠性组织理论（第五节），论证即便在最成熟的制度化决断传统中，重力承担仍作为
一项无法被流程完全消解的构成性剩余而存在。随后，本文给出一个可供组织自我检视的判据和一项
初步的构成时序建议（第六节）。最后，本文将正面回应一个最难反驳的挑战，并在诚实承认当前论
证边界的前提下，提出一个可被严格证伪的条件（第七节）。

在此必须做一项公开的裁定。原初问题的分析单位是“小微企业”。本文判定，这一单位过粗，
不足以切出本文所要分析的机制。一个由数名成员长期共事、已自然长出隐性托举与相互承诺的小微
组织，与一个判断完全集中于创始人一身、尚无任何人敢于和创始人一起承担风险的小微组织，在决
断的重力这一维度上，处于截然不同的两端。不加区分地使用同一单位，只会使本文的核心机制被无
数反例淹没，从而切断其被检验的可能。因此，本文明确将问题域收窄至“判断高度集中、制度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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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决策系统占据主导的组织”——它可以是大型企业中的独立决策单元，也可以是创始人一人独断的
小企业。凡此类组织，无论规模，同享一套伪决断的发生机制。本文同时郑重指出：命题的核心适用
范围，是那些“面临生存性非连续性变迁的组织”。在日常运营的标准化决策中，以流程替代重力承
担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组织理性的表现。本文的批评，从不指向一切组织的一切时刻。这一必要的
边界划定，将在全文论证展开的过程中逐步坐实。

二、近邻对勘：为什么这个命名不能被现成概念替换

任何一个新概念，若要获得独立存在的正当性，都不能只靠自身的定义，而必须置身于它最危险
的邻居之间，证明它们无法覆盖自己所命名的那条裂缝。“决断的重力”所面临的最棘手的考验，并
不来自远方的异见，而恰恰来自它最亲近的几个理论亲属：波兰尼的“个人投身”、阿伦特的“承
诺”与“宽恕”、以及詹姆斯·马奇所代表的决策理论传统中关于“责任”与“抉择时刻”的论述。本
节将依次进入这场对勘，完成一次不可还原的硬校验。

（一）与迈克尔·波兰尼的“个人投身”的切割

迈克尔·波兰尼在其《个人知识》中，以一个著名的命题颠覆了客观主义的知识观：“我们知道
的，比我们能说出来的更多。”他指出，在看似最客观的科学发现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不可被形
式化的“个人系数”——科学家凭借无法被完全言说的隐性知识，怀着一种个人的激情与信念，将自
己“投身”于某个判断之中。波兰尼的“投身”，已经触及到认知行为中那个不可公约于公开标准的
维度。

本文与波兰尼共享同一个敌人：那种以为一切判断皆可被客观信息与形式化程序穷尽的幻想。但
二者在停驻点上出现了根本的分岔。波兰尼追问的，是知识获得的瞬间：一个人如何凭借无法言传的
隐性技能，抵达一个科学发现的判断。他命名的那个“投身”，仍然属于“知”的范畴，它是认知者
为弥补形式化知识的不足而做出的个人投入。换句话说，你投身，是因为你所知多于你所能言，你借
助投身来完成认知的闭环。

而决断的重力，发生在认知已然闭环之后。即使你所知的一切——包括波兰尼意义上的那些无法
言传的隐性知识——都已穷尽，你仍然面对着这样一个处境：你掌握的全部知识，最多只能把未来的
不确定性缩窄成一个仍然带有不可消除的剩余风险的选项集。那个“我就选A”的最后一步，不再是一
种知识的延伸，而是一种存在论的越过。它触及的不再是知者与未知的关系，而是行者与未行之路的
关系。在诺基亚的会议室里，那位否决触屏项目的高管并不缺少隐性知识——他长年浸润于通信行
业，对手感、技术趋势和工程师文化拥有敏锐的直觉。他的否决，恰恰发生在他拥有了这一切知识之
后。正是在那个知识已无力再给出更多指引的时刻，他选择了不跨出那一步——他拒绝为自己的选择
承担单独的重力。

由此可得出一条清晰的分离线：波兰尼的“投身”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在数据不足时仍能做
出判断；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在数据、分析、甚至隐性直觉都已齐备之后，依然选择了不做
出判断，或做出一个与自己的直觉相反的判断。后一种处境，正是决断的重力所要命名的。一个判决
性的对照预测可供检验：如果仅仅通过加强隐性知识培训——例如让管理者更深入地沉浸于业务一
线、积累更多的默会理解——就足以显著降低组织“伪决断”的发生率，那么波兰尼的框架便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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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本文预测，伪决断的根不在于知识的深度不足，而在于责任承担的构成性条件被拆除，因此，隐
性知识的提升将改善决策分析的质量，却难以降低“明明看见了却假装没看见”的伪决断的发生率。

（二）与汉娜·阿伦特的“承诺”理论的切割

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提出，人类行动具有两种不可消除的本质特征：不可逆性与不可预测
性。为了应对这些特征，人类发展出两种补救力量：宽恕，用以撤销过去；承诺，用以在未来的不确
定性中构筑一个可预期的“岛屿”。承诺，是众人彼此约定“我们将如此这般行事”，从而共同面对
未知的大海。阿伦特将承诺视为一种政治行动，它在人们之间编织，创造出行动得以持续的条件。

本文与阿伦特的共鸣在于：决断的重力，恰恰是在那个“我们将如此这般”的承诺即将被说出的
前一个瞬间被触发的。当一群人或一个人准备对彼此说“我们就走这条路”时，那个决定既是对未来
的承诺，也是对过去共识的一次可能的断裂。但本文必须做出的推进是：阿伦特将“承诺”视为一个
已经完成了的、在众人之间循环的政治产物，她关心的是它如何在复数的人们之间被编织出来，并维
持公共领域的稳定。而本文追问的是一个更先、也更沉默的时刻：第一针是如何刺入的？

在真实的组织决断现场——尤其是在那些非连续性的、可能颠覆既有战略框架的决断时刻，“众
人一起承诺”往往只是一个政治仪式。真正的重力，是由那个率先转身、为整个未来方向承担单独责
任的人所注入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CEO，也可能是一个在关键时刻说出“让我来负责”的基层主
管。无论他是谁，他的那一句“我担了”，是先于阿伦特式的众人承诺而发生的构成性前提。没有这
一句，阿伦特的“承诺”在组织中将只是对既有共识的一次追认，而不是一个将组织带入新冒险的决
断。

因此，分离线在此：阿伦特关心承诺如何缝合行动的不确定性，本文追问重担如何为承诺提供发
生的第一推力。一项判别预测是：如果通过建立更强健的战略共识和更紧密的团队契约，就能使组织
在面临根本性转型时产出真正决断，那么阿伦特的框架已经足够；本文预测，在面对“非连续性决
断”——那些注定会背叛部分旧承诺、瓦解部分旧共识的决定时，更强的共识反而会成为伪决断的保
护伞：因为任何想要跨出那一步的人，都将承受“背叛我们曾一起承诺的过去”的额外重力，而很少
有人敢于只凭自己的肉身重量去对抗整个共同体的承诺记忆。此时，决断的重力非但不被共识所增
强，反而被共识结构性地窒息了。

（三）与决策理论核心传统的对话：马奇、西蒙与“责任”概念的边界

至此，决断的重力已经与它的哲学近邻划清了边界。然而，如果它不能正面进入自己的学科母体
——组织理论与决策理论——并与其中关于“责任”“选择时刻”“有限理性”的核心论述对话，它
就将被学科共同体视为一个外来的、不可评估的哲学玄思。

在决策理论的传统中，有两座不可绕开的高山。赫伯特·西蒙以其“有限理性”概念，早已揭示了
一个与本文起点高度相似的事实：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信息永远不可能被完全收集和处理，因
此，决策不是在最优解之间挑选，而是在“令人满意”的选项之间做出。西蒙的贡献是革命性的，它
瓦解了完全理性决策的神话。然而，西蒙的分析止于认知层面：他追问的是理性在处理信息时的边
界，并由此推导出组织如何通过程序化决策、权威分配与价值前提的设定来弥补个人理性的不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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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的“满意决策”，仍然是一个发生在认知过程中的判断；他并未追问，当组织通过制度将“满意区
间”也固定化之后，那个最后的选择动作，是否还需要一个无法被程序和权威所消解的构成性瞬间。

詹姆斯·马奇将这一追问往前推进了关键的一步。在《决策是如何产生的》中，马奇明确指出，决
策过程不仅是一个信息处理过程，还是一个充满意义建构、身份表达与政治博弈的场所。个体在组织
中的选择，往往不是依据“结果逻辑”——计算各种选项的预期结果然后挑一个，而是依据“适当性
逻辑”——问自己“像我这样的人，在这种情境下，应该做什么？”马奇意识到，决策者在面对选择
时，往往不是在“计算”，而是在“表演”一个身份。这个洞见，已经触及到本文的核心：组织中的
不少“决定”，实质上是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而非对未来的决断。

然而，马奇的分析仍然是描述性的。他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做出那些事后看来非理性的选择，并
揭示了“决策的模糊性”与“组织无政府状态”等概念。但他没有回答一个更根本的本体论问题：在
适当性逻辑与结果逻辑之外，让一个组织真正“跳出”既有身份框架、做出一个背叛原有适当性的决
断的那个动力，究竟是什么？马奇正确地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决策过程中的意义维度，却未能在意义
的尽头处，认出那个必须由肉身承担的重力——它不是身份，而恰恰是那个敢于在必要时刻背叛自己
组织身份的承担。在这个意义上，决断的重力不是对马奇的否定，而是对他所打开的那个问题空间的
一次更彻底的推进：如果组织中的行动者总是按照适当性逻辑行事，那么，那个让组织得以发生“不
适当”的——即革命性的、自我断裂的——决断的构成性前提，究竟是什么？

另一个必须切割的概念是“决策责任”。在管理学与组织行为学中，“责任归属”是一个被广泛
讨论的议题。研究表明，清晰的责任分配可以提高决策质量，而模糊的责任则会导致风险转移和“责
任扩散”。这些研究在许多应用层面是有效的。但它们所定义的“责任”，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一个
事后追溯的机制：谁该为某个后果受到奖惩？而决断的重力，发生在事前——在信息穷尽之后、决断
发生之前。它不是一套规定“后果如何分摊”的制度方案，而是那个让“决定”本身得以被“做”出
来的担当。你可以设计出一套无比精密的责任机制，明确规定“如果项目失败，由张三承担主要责
任”，但张三仍然可以在每一个需要做出最终判断的会议室里，把“决定”巧妙地延迟、转移到集体
投票、包装成制度的输出，从而让自己永远不必真的承受那个“我选这条路”的瞬间之重。一套再完
美的责任分配制度，最多只能管理重力的残骸，无法替代重力本身的发生。

（四）与高层梯队理论的切割：为什么个人特质不是答案

还有一个必须进行切割的理论传统，它比前面三家距离本文更近，也更危险。自Hambrick与
Mason提出高层梯队理论以来，一个延续数十年的研究传统致力于追问：CEO和高层管理团队的个人
特征——经验、价值观、风险倾向、自恋程度——如何影响组织的战略选择与绩效？这个传统在实证
上产出了大量可复现的发现：过度自信的CEO更倾向高风险的并购；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更愿意在创
新上投入；经历过重大失败的管理者会变得更保守或更激进，取决于他们如何解释那次失败。

粗看之下，这个传统似乎已经在研究本文所关心的东西：那个在关键时刻做出决定的人。但二者
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通约的断裂。高层梯队理论研究的，是决策者的个人特征如何影响决策的偏好方向
——它是认知心理学在组织层面的投射。而决断的重力研究的，不是偏好（向左还是向右），而是那
个让决断本身得以构成的动作（先有决断，才谈得上偏好）。一个具有极高风险承担倾向的CEO，完
全可能在某个关键时刻，将决定包装成“系统分析建议”的背书，从而避免个人承担责任；他的风险
偏好只是在帮他选择哪个安全选项，而非帮他承受那个不安全选项的独力之重。反过来说，一个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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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测试上被判定为“风险规避型”的管理者，也可能在一次极端危机中，做出一个他明知道自己担不
起的决断——不是因为他的性格变了，而是因为那个特定处境撤走了他身后的所有退路，把他逼到了
重力的坑前。

因此，分离线在此：高层梯队理论解释的是“谁更容易往哪个方向选”，本文追问的是“在什么
条件下，人才会真正地选”。这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构成条件问题。一项判别预测可供检
验：如果通过改变高管的选任标准——例如优先提拔风险承担倾向得分高的人——就能显著降低组织
的伪决断发生率，那么高层梯队理论已经足够；本文预测，在一个重力构成条件已被系统性拆除的组
织中，即使换上一个风险承担倾向极高的人，他也会在制度的诱导下，迅速学会如何将个人的真实判
断埋藏在流程背书的保护色之下。

至此，本节完成了四项切割。决断的重力，在波兰尼那里切开了一条知与行的边界；在阿伦特那
里切开了承诺的前提与后果；在决策理论核心传统那里，切开了一个未被西蒙的有限理性、马奇的适
当性逻辑以及寻常“责任理论”所覆盖的构成性空洞；在高层梯队理论那里，切开了“选择偏
好”与“决断构成”之间的断裂。它不是对既有理论的替代，而是对它们所共同遗留的那个深渊的首
次命名。

三、重力的发生与不发生：三个组织现场的对勘

让我们把视线从理论的推演转向真实的现场。本节将给出三个组织场景的对勘，但不是为了对
比“成功的决断”与“失败的决断”，而是为了对比三种根本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制度化的理性系
统如何步步为营地消除了重力发生的可能条件，从而使决断沦为伪决断；第二种，一个日常中等的组
织，重力的发生与消解如何在一次具体的产品决策中被微妙地上演，揭示出个人代价不等式作为实时
运作的结构性力量；第三种，一个本不该出现决断重力的技术作业现场，如何因为其极端的构成处
境，反而被迫生成了它。

（一）诺基亚：当“正确”的系统性在场排空了重力的可能

2007年之后短短数年里，诺基亚从全球手机行业的绝对霸主走向崩溃，这个故事已被反复讲述。
本文无意重述其完整历史，而只想将当时问进一个特定的决策剖面——那个关于触屏项目的否决剖
面。

在诺基亚鼎盛时期，它的研发体系是全球最强大的技术储备库之一。早在苹果iPhone问世之前，
诺基亚内部就已开发出触屏操作的原型机，并引起了部分工程师和高管的极大兴奋。然而，每一个这
类项目在进入产品委员会评审时，都必须经历一套严格的标准化流程：项目方必须提供详尽的技术方
案与成本预算，市场部门必须提交消费者调研与市场预测，财务部门必须基于现有机型的历史销售数
据推演投资回报与净现值，风险评估部门必须给出潜在的技术和市场风险评级。每一份报告，在其各
自的专业坐标系内，都堪称优秀且无可指摘。

问题出在这些数据与模型的坐标系本身。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在功能机时代持续积累的“成
功经验”之上。消费者调研揭示的主流偏好仍然是：用户喜欢物理键盘，在意待机时长，对屏幕分辨
率有一定容忍度。财务模型以当时诺基亚主销的功能机利润率、出货量和生命周期为基准，任何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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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较大的新产品提案，都会得出一个“风险较高、回报周期过长”的结论。在每一个具体的评审会
议上，这套流程给出的结论都是无懈可击的：“综合技术、市场、财务三方评估，本项目目前尚不具
备立项条件。”

多年来，这一叙事被反复解读为“大公司病”“创新者的窘境”“路径依赖”等。这些解释各自
有其局部的解释力——例如，有学者指出，诺基亚的核心刚性在于其资源配置流程过度优化于既有产
品线，以致任何偏离既有轨道的创新都无法通过财务筛选；也有研究强调，诺基亚的高层陷入了对继
续投入功能机的承诺升级，越是面临市场威胁，越不敢承认曾经的路径错了。本文无意否定这些解释
的局部效力，但要指出的是，它们共同忽略了一个更深层的、发生在每一个会议室里的构成性事实：
在诺基亚的这套决策系统里，那个必须由某个具体的肉身来说出“我不管这些数据，我的判断告诉我
应该做这个”的瞬间，从一开始就没有被保留发生的可能性。

这不是因为诺基亚的高管缺乏直觉或胆识。在那群否决触屏项目的人中，不乏在通信行业浸淫了
数十年的杰出工程师和管理者，他们的隐性知识——用波兰尼的术语——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同行。但
诺基亚的整个制度环境向他们传递了一条无声却极其严酷的规则：任何缺乏“数据支持”“财务验
证”的个人认定，其本身就不构成一个合法的决策依据。如果一位高管在会上说“我的直觉告诉我应
该做”，这句话在制度上没有效力——它既不能写入会议纪要，也不能被用作向上汇报的根据；而一
旦项目失败，这句话将成为他被追责的致命证据。因此，任何一个理性的行动者，按照马奇的适当性
逻辑，都会避免说出这样的话。他做的只是“一个合格的高管在这个决策流程里应该做的事”——审
查报告、核准流程、在结论处签字。

这就是伪决断驱动引擎的发条所在。诺基亚的这套制度机器，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一组持久而剧烈
的组织矛盾而被“发明”出来的：一方面，董事会和股东要求管理层对每一个重大决策给出可量化、
可审计、事后可追责的理据；另一方面，真正的非连续性决断——比如在功能机利润还在攀升时，把
核心资源投向一个屏幕易碎、续航骤降、利润模型尚未成立的新品类——恰恰无法提供这种理据。这
套制度机器的功能，就是通过将决策拆解为专业领域的平行评估，让那组矛盾在这个优雅的流程中
被“解决”——或者更精确地说，被隐身。最终的那个“系统的输出”，既满足了股东对程序正当性
的需求，又规避了管理者对个人担责的本能恐惧。它把矛盾的两个端点同时伺候了，代价是把决断本
身从房间里驱逐了出去。

（二）一个中间案例：H公司的模块取舍

诺基亚是一个极端。远海平台情景是另一个极端。但真实的组织，绝大多数停留在两极之间那个
浑浊的、灰度绵延的中间地带。本节提供了一个中等规模科技公司的微型案例，用以展示，决断的重
力或伪决断，并非只在冰海沉船时才出场，它在一次看似寻常的产品决策中，同样可以被清晰地目
击。这个案例并非基于公开出版的商业史，而是基于作者对一家真实公司（下文称其为H公司）日常
决策过程的近距离观察，为保护组织隐私，部分细节已做模糊化处理。

H公司是一家约有四百名员工的企业软件公司，主营面向中型制造企业的供应链管理产品。它的
创始人兼CEO——下文称他为Z——是工程师出身，公司文化以崇尚数据与理性论证著称。在一次产品
路线评审会上，团队面对一个两难选择：按照大客户部负责人的紧急请求，立刻开发一组专门适配某
大型客户定制化需求的模块；还是按照产品团队的判断，延续既定的平台化方向，在接下来的半年内
完成底层架构重构，这组定制需求暂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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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的论据都很充分。大客户部负责人给出了一组精确的数字：该客户当前贡献了公司年收入的
百分之十八，一旦丢失，当年的净利润将直接转负，而且这个定制化需求是该客户CEO直接打电话来
提的，时间窗口只有三周。产品团队则提交了一份六十八页的平台化路线图，指出该定制模块如果
以“打补丁”的方式塞进当前架构，将导致未来两到三个版本的技术债暴涨，预估后续修复成本至少
三倍于按时交付定制的收入。数据、模型、推演，两边都已穷尽。没有人能说服对方。

这场争论前后持续了三次会议。在第三次会议上，Z在沉默了很久之后，说：“我听了所有的分
析。两边的逻辑我都认。但你们不能替我做这个决定。我来做。”他选了后一个选项——暂缓关键客
户的定制需求，优先完成平台架构重构。然后，他说了一句在这个组织的日常语言中极少听到的
话：“如果明年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决定导致公司出问题，不要找产品团队，找你们老板吵架，找我就
行。”

这个时刻，就是决断的重力发生的时刻。但同样值得分析的是，在Z说出这句话之前和之后，组织
里正在发生什么其他事情——因为正是这些“其他事情”，才是本文真正的分析对象。

先说会前。在那个第三次会议召开前的一周里，大客户部负责人私下找过CFO和销售VP，含蓄地
探询过一种可能性：能否在会议纪要中，把Z所倾向的那个选项表述为一个“经管理层集体讨论、综合
各方意见后做出的审慎决策”？那样的话，万一客户真的流失，追责时就不会指向任何一个个人。销
售VP——一个在H公司工作了十二年、谙熟这套微妙的组织语言的人——想了想，说：“Z不会这么
签的。”这场探询不了了之。但它赤裸裸地展示出：在真实组织的缝隙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伪决断
术的精明技师。他们不是不知道什么是真决断，而是太清楚真决断的代价，因此主动地、在Z尚未开口
之前，就已经在为他——也为自己——铺设好一条将决定包装成“系统输出”的安全退路。

再说会后。Z的那一句话——“不要找产品团队，找我就行”——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被组织以
完全不同的方式分别处理了。在正式邮件和向董事会汇报的书面文件里，这句话从未出现。取而代之
的是诸如“基于全面的技术评估、财务测算和市场判断，管理层决定优先推进平台化战略”这类标准
口径。Z本人默许了这个改写，因为他也需要在更上一层治理结构面前保护自己。与此同时，在那间曾
发生争论的会议室里，Z的那句话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被反复重述，并且被越传越重。两个新入职的工程
师向他们的主管打听：“听说老板在大会上拍板，说出了问题他一个人扛？”这个“传闻”，逐渐成
为那季度公司里唯一被真正相信的“官方版本”——比任何邮件都可信。

对勘这两个版本，恰恰是本文最想剥开的那层洋葱皮：在H公司，决断的重力同时在场，又同时
不在场。在口耳相传的版本里，Z以一具肉身承担了重担——他说出“找我就行”的那一刻，决断的重
力确实发生了，并在组织肌体中留下了一个印记，那个印记变成了一种让人更愿意跟着他往前走的隐
性资本。但在书面的、制度化可被追溯的正式记录里，那个重力瞬间被又一次翻译回了“集体讨论决
定”的伪决断语言。这两种版本，在同一个组织中并行不悖，相互喂养，也相互遮蔽。Z依靠口头承诺
赢得了团队的信任，又依靠书面包装保护了自己在董事会面前的安全。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而整个组
织，也都知道他知道。

将H公司置入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得出一个比“诺基亚vs远海平台情景”更细微的结论。伪决
断的发生，并不需要像诺基亚那样将重力的构成条件全部拆除。它只需要一个更温和、也更普遍的条
件：一种组织内普遍共享的、心照不宣的知识——知道什么时候该把“我担了”说出来，什么时候该
把它翻译回去。这是一种被默许的、精巧的双语制。它维持着组织的日常运转，却也在每一次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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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耗损着组织成员对“这个决定到底是谁做的”这一基本问题的感知能力。长此以往，组织的决断
传统就会像一面被反复擦拭的镜子：不是碎了，而是越来越照不出那个真正在做决定的人的脸。

至此，本节完成了对一个中间案例的嵌入。H公司不是一个英雄故事，也不是一个灾难寓言，而
是一个日常的、浑浊的组织现场。它的浑浊本身，就是本文需要进入的经验泥沼。诺基亚和远海平台
情景分别标定了伪决断与重力承担的两个极端，而H公司标定了绝大多数组织实际生活的位置：在这
个位置上，重力从未被完全拆除，也从未被完全保住。

（三）一个构造的极限情景：“重力间隔”如何逼出肉身承担

将场景从H公司那间气氛凝重的会议室，切换到一个构造出来的极限情景。以下这个情景不是一
桩可被查证的历史事件，而是本文为逼出概念的边界条件而搭建的一台思想装置；它的论证功能是逻
辑上的极限情形，因此不依赖任何具体事件为真。为便于指称，下文称其为「远海平台情景」：一架
远离陆地、正在执行超深水钻探任务的作业平台，在钻探接近目标深度时，遭遇一场偏离了气象模型
预测路径的风暴。

作业规章写得很清楚：遇此情况，必须立即切断连接海底的钻杆、封闭井口、撤离人员。切断钻
杆意味着数亿美元的损失和长达数月的项目延误，但这是唯一“制度上正确”的选项。所有的气象数
据、工程评估、操作规程，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切断并撤离。该平台负责人面临的情况，与诺基亚会
议室里的高管们如出一辙：系统已经给了他一个明确的、无风险的答案。按流程做，无论事后结果如
何，他都无需承担个人责任。

设想他做了一件在“制度上不正确”的事。他根据自己多年海上作业积累的对这类风暴实际破坏
力的直觉，判断模型可能高估了此次风暴在这一海域的威胁。他召集了平台上的核心团队，说：“我
们不切断。我们加固钻井，在风暴中硬挺过去。”然后，他独自担下了这一决定的全部法律与职业后
果——他清楚地知道，一旦钻杆在风暴中断裂，他将面临刑事调查、终身禁业，乃至牢狱之灾。

本文的解读重心，必须小心地避开一种常见的误读：不要把这个决定解读为“他是个英雄，他勇
敢”。因为一旦将之归结为勇敢，就会把整个分析拉回到个人心理特质的窠臼，进而暗示只要组织招
聘更多“勇敢的人”，问题就能解决——这恰恰掉回了发现学的陷阱，把决断的重力当成一种可被选
任的个人禀赋。

正确的解读在于勘察那个处境的结构。这一决断之所以能发生，其关键的构成条件，不是他个人
的什么内在品质，而是他所置身的那个空间所具有的几个最根本的特征。第一，它是一个远离中心权
力的“重力间隔”。在远海平台情景上，没有总部战略规划部的PPT，没有法务部门递来的风险评估
矩阵，没有层层审批的委员会。这意味着，所有在诺基亚用来消解重力的制度中介，在这里全部缺
席。第二，他是一个无法隐藏身份的肉身。在远海平台情景上，他就是那个做最后决定的人，无法把
决定推给“系统”或“集体”。一旦出事，调查组第一个找的就是他。他的可追责性是绝对透明的。
第三，他所面对的那个选项，是一个真正的、不可逆的非连续性选择。没有“先做个试点”、没
有“再开一次会”——飓风就在几十海里之外。

因此，我们应当这样理解远海平台情景：它不是一个关于勇敢者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重力间
隔”的极端实验。它是一个由远离陆地的孤立处境、不可逃避的个人操船责任、以及真正的非连续性
选项三者共同构成的一个封闭的压力容器。在这个容器中，决断的重力不是被某个特别的人选择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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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被这个处境本身“逼”出来的。那一具肉身，变成了这个压力容器唯一的泄压口——他不得
不承下此重。

（四）三个现场对勘的教训：重力是一种构成性产物

把诺基亚、H公司和远海平台情景放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不是三个成功或失败的直线对比。我们
看到的，是三类截然不同的组织构成逻辑，对“决断的重力”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安排。

诺基亚的决策系统，是一套为消除重力发生条件而精密设计的环境。它通过将决策拆解为专业领
域的平行评估，使最终决定表现为一个“系统的输出”，从而抹除了那个必须由个人背书的瞬间。它
不是失去了重力的承担者，而是从未长出过这个承担者可以站立的土地。H公司则是一个重力与伪决
断并存的灰度组织。在口耳相传的非正式版本中，Z以肉身承担了重担；在书面和制度的正式版本中，
那个承担被重新翻译回了集体决定的口径。这种“双语制”的维持，既保护了Z在组织内外的双重安
全，也耗损了组织成员对“决断从谁的肉身中发出”这一基本感知能力。远海平台情景则是一个偶然
形成的、重力得以发生的“飞地”：它撤走了所有制度中介，让那个做决定的人无可遁逃地暴露在责
任的直接撞击之下。

正是这三个极端的对照，逼出了本文的核心判断，也指明了一条此前未被认真对待的诊断路径：
组织决断力的丧失，不应被归咎于信息的不足或勇气的稀缺，而应被追究到那个让重力的承担者得以
出现的构成性条件是否被维护——或更常见地，是否被系统性地拆除。

四、决断的重力：一个本体论分析框架

逼出概念之后，接下来的任务是为它构建一个不仅能在哲学上站稳、而且能在组织现场被识别和
运用的分析框架。本节将分三步完成：给出概念的严格定义；命名那个否定性的对立面——伪决断
——及其三种典型的面孔；并提出一项可以在日常管理中快速自检的可操作判据。

（一）严格定义

决断的重力，是指在某个需要做出不可逆选择的关键时刻，在所有可被获得的信息、可被运用的
理性模型、可被完成的集体讨论都已穷尽之后，由一个可以明确指名道姓的具体肉身，主动将自己置
于“错了我来扛”的不可转嫁之重下的那个构成性瞬间。

这一定义有五重否定性的边界。

第一，它不是信息。再多的信息也无法触碰到它，因为信息的功能恰恰是在它面前止步。所有数
据、算法、趋势推演，最终能给出的最佳成果，是把未来的不确定性缩窄为一个概率区间；真正的决
断，必定是在信息说“我不能再给你更多了”之后的那一步。这一步已经不属于信息处理，而属于责
任承担。

第二，它不是知识。无论是可编码的显性知识，还是波兰尼意义上的隐性知识，都属于“知”的
范围。决断的重力发生在知识的尽头：你知道了一切你所能知道的，包括那些无法言传的、仅属于你
个人的洞见和预感，然而，那个把这些知识转化成一个不可逆的选择动作的瞬间，仍然需要你来完
成。一个世界上手艺最好的医生，也可能在面对一台高风险手术时，把最终决定权无限期地推给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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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查报告。他知道怎么做，但他不承担做的后果。因此，决断的重力不位于知识的厚度，而位于责
任的厚度。

第三，它不是“勇气”。勇气是个人心理特质，它描述的是个体在危险面前的情感韧性。而决断
的重力说的不是一个人的心理品质，而是一个决断发生的本体论条件：无论你此刻是勇敢还是恐惧，
那个重力的“坑”都在那里，它是一个结构的空穴，等待一个肉身来填。你可以把它解释为“需要勇
气才能跳下去的坑”，但问题在于，当代组织的许多制度安排，不是在鼓励人跳，而是把那个坑填平
了，让你根本看不见它，也就不会产生需要勇气的处境。因此，本文的焦点不是勇气，而是那个坑为
何被填平。勇气是心理学范畴，重力是本体论范畴；前者问“这个人够不够”，后者问“这个组织让
不让”。

第四，它不是“责任分配方案”或“问责制度”。问责制度规定的是，后果发生之后，由谁来接
受奖惩。它管理的是决断的“残骸”。决断的重力，发生在决断之前的那个构成性时刻，是一个活着
的肉身自愿把未来的、不可知的后果与自己的名字绑在一起，而不是组织事后根据条文追溯出一个负
责人。你可以在一份项目章程里写明“项目负责人对最终成果承担全部责任”，但这个负责人依然可
能在你无法监控的每一个决策关口上，把自己的真实判断隐藏起来，选择那个在纸面上最安全、最不
会事后被追责的选项。

第五，这里有最内在的、必须被明辨的一重张力——“重力”既是不可推卸的负担，也是不可让
渡的主体自由。当一个人说“我担了”的时候，他不仅是在承担一个沉重的后果，而且是在宣布：在
信息穷尽的黯昧之处，唯独“我”有资格——也有义务——做出这个选择。重力之所以“重”，一方
面因为它压下来：后果由你一力承当，无人可替你分担；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举起来：正是通过承担这
不可公约之重，你才把一个本来可以被流程、惯例或舆论消化的选项，变成了你自己的决断。一个从
未承担过决断之重的人，在组织中也从未作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决断主体而存在。重力的深意在此：负
重即立身。

（二）伪决断：重力的三种掏空术

当代组织发明了一套我称之为“伪决断化”的精巧技术。所谓伪决断，是指这样一种组织行为：
它走完了决断的全部外部程序——问题被界定、数据被采集、方案被比较、讨论被进行、会议纪要被
签署——但那个在所有程序走完之后必须由一个肉身单独承重的瞬间，被系统性地撤除了。伪决断在
外形上与真决断完全一致，但它缺少重力。不是决策的结论错了，而是“决定”这一动作本身从未真
正发生。

伪决断术至少有三副常见面孔。每一副面孔，都应当被追问同一个问题：它是为了解决什么矛盾
而被“发明”出来的？它本身的每一次运转，又在积蓄什么新的矛盾？

第一副面孔：“制式结论替人决断”。这是最古老也最有效的一种。组织建立一套标准化的决策
流程——如某个投资回报模型、某个六西格玛分析框架、某个事先制定好的战略筛选标准——然后，
在每一个重要的决断点上，这套流程会产出一个结论。所谓的“决策者”，实际扮演的角色是认证这
份结论的目击者，而非做出判断的主体。他从“我判断A”退到了“流程判断为A，我确认”。责任从
肉身转移到了算法或数学模型上。在诺基亚，每一个否决触屏项目的结论，都是以“经过财务模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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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的综合分析，本项目不具备投资条件”的口径发出的。这句话里面，没有一个字指向任何个
人。

驱动这副面孔的引擎，是治理结构对管理层的双重束缚：一方面要求管理层的每一次重大判断都
有无可挑剔的书面理据，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承担战略突破的最终责任。当这两个要求撞在一起
时，“制式结论替人决断”便作为一个妥协方案被“发生”出来：它产出了一份在审计上无懈可击的
书面依据，同时又保护管理者免受个人追责的风险。每一次运用这套技术，都在加固这道防火墙；而
当这道防火墙足够厚时，它就不仅是保护，而变成了一道隔音墙——连管理者自己也听不见内部那
个“这可能不对”的声音了。

第二副面孔：“共识为逃逸提供掩护”。许多组织将“达成共识”视为一项决策美德的极致。不
可否认，在许多日常事务上，共识有助于减少阻力。然而，在对组织有根本性影响的非连续性决断面
前，过度追求共识可能变成一种精密的责任稀释机制。当一项决定被表述为“这是我们团队的共同决
定”时，这句话的实质是：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需要为它单独负责。万一错了，那是“我们所有
人当时都这么看”，没有人需要承认自己在最后时刻点了头。共识就这样从一种决策方法，退化成了
重力的逃逸舱。

但这副面孔的内部同样包含着撕裂。当一群人被强制达成一项无人真心认同的共识时，那个被共
识压制的分歧并不会消失，它只会转入地下，下次以更尖锐的方式冒出来。伪共识的每一次达成，都
在组织肌体中积蓄着一种无声的疏离：那些不认同这个决定的人，会在私下说“反正不是我定的”，
从而在执行的每一个环节减少自己的投入。共识掩护了当下的逃逸，却为未来的执行埋下了抵制的引
信。

第三副面孔：也是最隐蔽的一种——“选项的预决化”。它不发生在决断的时刻，而发生在决断
之前，在“划定可选范围”“框定战略边界”“设定评估权重”的阶段。那些可能会迫使决策者承担
重力的选项——那些可能推翻现有商业模式、可能得罪核心客户、可能让当期财务报表很难看但关乎
十年后活路的选择——在它们到达决策者的办公桌之前，就已经被一套“这就是我们的战略边
界”或“这个问题不符合本年度关键优先目标”等前置逻辑筛出了可选列表。最后留给最高决策者
的，只剩下几个安全的、大同小异的选项，它们之间的选择不会带来真正的灾变，也不会创造真正的
飞跃。决策者在此有“选择”的感觉，却从未遇见真正的决断。

这套“前置逻辑”本身也需要被解剖。它不是某一天由某一个权力中心设计出来的；它是在组织
多年实践中，由无数个小决策累积沉淀而成的隐性筛选层。每一次，当一个中层管理者因为把一
个“不可行”的选项塞进报告而遭到上级的冷遇或“这个不用再提了”的口头敲打时，他就在自己的
判断直觉中加固了一格过滤网。若干年后，这格过滤网就成了“我们这里不讨论这种问题”的组织常
识。它的生成动力，不在任何一处阴谋，而在于一个结构性的焦虑：那些最需要被决策的选项，恰恰
是那些在当下的评估坐标系中最容易被打成“不合格”的选项。把评估坐标系的调整权交给那些害怕
承担调整代价的人，预决化就是必然的结果。而组织的困境在于：调整坐标系本身，正是一个需要重
力承担才能做出的决断。于是，循环闭合：没有人敢担，就没有人改坐标系；没有人改坐标系，就没
有选项能通过。这个死锁，就是选项预决化最深层的矛盾驱动力。

12



（三）一个简洁的操作性判据：个人代价不等式及其操作化

如果一个管理者怀疑自己的组织可能患有伪决断症，本文给出一个非常简单、不需要任何复杂调
研即可上手的判据。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在你们组织过去一年的所有重大决定中，“做一个确有风
险但必须被做出的决定”和“不做决定（即打回去再研究、再观察、再看一个季度）”的个人可见代
价，哪个更高？

这个判据不能只停留在主观感受层面。它必须被操作化为一组可被客观观测的指标。本文提供以
下初步操作化方案：第一，统计过去一年内，在决策流程已经给出“可执行”的肯定结论之后，仍被
某位高管个人以“仍需进一步研究”为由否决、推迟或搁置的提案数量。第二，逐一核查这些否决
案：该高管在否决时，是给出了一个属于他个人的判断（“我的判断是，即便数据如此，我们仍不应
该此时进入”），还是援引了某个制度化的理由（“根据风控手册第X条规定，该项目目前尚不满足启
动条件”）？如果全部是后者，则重力承担的频次为零。第三，追踪做出个人判断式否决或批准的高
管，在此后六个月内，其本人的职位、汇报线、参与关键会议的形态是否发生了可观测的变化。如果
做出个人判断的高管被边缘化，则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迅速习得一条生存法则：不要自己判断，让流程
来说话。如果前两项统计的结果远大于第三项，那么这个不等式已经给出了答案：在这个组织里，不
做决定的个人代价远低于做决定的个人代价。这种情况持续越久，真正愿意站在重力承担位置上的人
就会越少——不是因为组织里没有这样的人，而是因为这套代价结构把他们一一淘汰、逼退或“教
化”成了伪决断的高手。

五、正面迎战高可靠性组织：制度化系统能否替代重力的承担？

至此，本文的理论框架已经搭建完毕。然而，在它被正式推向学科共同体之前，必须正面迎战一
个最具挑战性的理论对手：高可靠性组织理论。核动力航空母舰、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森林消防突击
队——这些组织的核心特征是，它们同时做到了两件似乎互相矛盾的事：一方面，它们极其依赖高度
标准化、精细化的流程和制度；另一方面，它们在面对突发灾难时，能够极其迅速地将决断权下放给
一线人员，而这些人也的确在制度的预期下，承担起了做出决断的重力。HRO的存在，对本文提出了
一个尖锐的逼问：如果制度化与重力承担并非天然互斥，那么本文的整个诊断命题——“制度化理性
决策系统在系统性消除重力发生的条件”——是否站不住脚？最起码，它是否应当在面对HRO这样的
例外时，大幅修正其论断？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回应的挑战，而不是一个需要被巧妙躲开的麻烦。

深入HRO的核心理念，可以发现，它的全部制度设计的精髓，恰恰不是消除重力，而是将重力以
特定的构成方式分散、预备和教育给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不妨以被HRO学者广泛分析过的“对专业
知识的尊重”这一原则为例。在一个核动力航母的甲板上，当一架战机降落姿态异常、三秒内必须做
出是否下令复飞的决断时，飞行甲板军官——无论他的军衔低于甲板上的某些其他人——拥有绝对
的、不可被远处司令室推翻的判断权。这个权力不是他“争取”来的，而是一套精心构筑的集体实践
所赋予他的：在无数次模拟、简报和事后复盘的过程中，他的判断能力被反复检验，他被整个组织教
育成“在这个时刻，你就是那个要承担重力的肉身”。他的军衔没有保护他，保护他的是整个共同体
对他身处这一位置上的决断的预先信任和事后无追责的承诺。用本文的语言说，HRO所做的，不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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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力的发生条件，而是极其精密地预设了这些条件将在哪个点上、由哪个人来触发，并以组织的
全部集体资源为这些触发点的肉身提供担保，使他敢于在那一瞬间不去躲避重力。

那么，本文的诊断在面对HRO时，需要被修正的是什么？不是核心判断——制度化系统消除重力
发生条件——被推翻了，而是它的精确适用范围被划定了。本文应当被理解为一则关于“制度化与重
力的构成关系”的差异化命题，而非一个全称否定命题。制度化系统本身，并不必然消除重力的发
生；消除重力的，是那种将决断的可追责性从肉身抽离、并灌注给匿名流程的特定制度化路径。而
HRO恰恰代表了另一条路径：它用制度把重力精准地投送到每一个必须承担它的肉身上，并把“在此
刻不承担”规定为比“承担后失败”更严重的组织罪行。当一个飞行甲板军官在应当下令复飞的时刻
选择了犹豫、或将决定权向上推送，他在HRO中的失格，将比他下令复飞后飞机仍然坠毁更为致命。
这套与诺基亚完全相反的“个人代价不等式”，正是HRO得以维持重力承担的制度内核。

这场交锋，使本文的核心命题获得了一个更精确的表述：组织的生命力，不在于是不是“有制
度”，而在于它的制度究竟是作为肉身承担的代偿机制在运转（伪决断化），还是作为肉身承担的条
件保障在运转。前者将重力从具体的、必死的人身上抽走，灌入流程的匿名主机；后者则将重力精心
地投送到每一个提前被预备好、被信任、且被共同体以事后无追责的承诺所保护的肉身上。区分这两
者的判据，便是本文反复重申的那个“个人代价不等式”——区别不在于制度的存在与否，而在于那
个不等式的方向。

六、修复的构成时序：对三项信标的初步勾画

揭示一种新的病理之后，理论不能只当诊断者。它必须追到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怎样修复？如果
决断的重力不是一种可以被招聘、被培训或被激励的个人能力，而是一个必须由特定的组织条件
所“发生”出来的构成性产物，那么修复的方向，就不是去改造人，而是去改造让人的承担得以发生
的条件。这些条件不是一纸政策可以担保的，而需要一个时间顺序上的重建：把这个发生过程所必需
的最基本的组件，按照它们正确的秩序放回组织中去。本节不提供一份完备的操作手册，而只给出三
项可以被立即执行的构成信标。

第一，将“承担过可追责失败的经验”从污点重塑为资格。绝大多数组织声称自己“鼓励试错、
宽容失败”。但实际运转中，失败的追责和记忆方式充满黑色幽默。组织不会公开惩罚一个因为创新
而失败的人，但它会默默地把这个人从最重要、最危险的决断桌前撤下。他不会再被邀请参加那些真
正决定公司方向的闭门会议。一个无声的放逐，就足以向整个组织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别真的去
试。

修复的方向不是去奖励失败——失败本身不应当被奖励，但“承担过”这一历史，应当被组织郑
重地记录和授予资格。一个曾经在关键时刻说过“我担了”、并且无论成败都未曾推卸的人，他在组
织中的位置，不应仅仅由他那一次决断的盈亏决定，更应该由他敢于坐在那张最重的桌子前的历史本
身来决定。组织需要一种公开的“记取”机制：不是荣誉墙，而是一种在组织内部的隐性承认——下
一次需要做出最危险决定时，那个曾经背过身去独自扛过的人，必须继续坐在最前排。资格不是地
位，是组织对过往肉身承担的一次不可篡改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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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每一个重大决断的终点，悬置所有“制式结论”。这是一条操作上极其简单、但在文化
上极其难以执行的指令。制定一档规则：当一个重大决定被提交最终批准时，如果其全部依据都
是“依据XX模型分析”“经XX委员会讨论通过”“符合XX年度战略主题”，而没有任何一项依据可
以被追溯到某个具体的个人的非制度化认定，则这个决定不得以“通过”结案，必须打回。不论流程
多完美、数据多翔实，它必须附带一份“制式外的声明”：由最终决断者以个人身份写下的一行字
——“我已审阅全部材料。我选择路径A，而非路径B。如果事后证明是错的，是我个人的判断失误，
与流程无关。”

这一行字既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意味着他需要写下血书。但它的功能，在组织发生学中不可替
代：它从制度上强制确认，在这个决断的终点，站着一个可以认领本次错误的肉身，而不是一台无声
的、不死的机器。它是在流程的最末环节，人为地制造一处必须自己站进去的“重力坑”。

第三，为承担重力的决断留出“免受常规考核的间隔期”。当代管理最疯狂的自我欺瞒之一，是
试图将那些与决断的重力天然相连的动作也纳入实时考核之中。它发明了“决策效能”“项目里程碑
达成率”等指标，似乎只要把它们填入模板，就能逼出好的决断。事实全然相反。考核的密度越高，
管理者就越倾向于将自己的每一次选择制作成在当时无可挑剔、且事后难以被追责的“合规品”。这
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真正需要赌上判断力的决定，几乎都会被拖延成一个漫长而安全的流程。

这不是要废除所有考核，而是要求为某些特定类型的决断划定明文规定的“免受常规考核的间隔
期”。不是免除其最终责任，而是免除将其每一步都置于月度或季度KPI聚光灯下炙烤的暴政。重力
承担需要时间，而实时考核不给时间。诺基亚当年对触屏项目的否决，正是在“当期财务回报”这个
即时考核指标的压力下，被一次一次地“合理”封死的。因此，具体的操作信标是：一旦一个决断被
标定为“高风险非连续性决断”，在组织内部便应进入一个明确的间隔期，在此期间，它不受常规业
务指标的评价，不要求其承担者在每个季度给出“初步成果证明”，直到间隔期结束，才进入正常的
事后评估。

在此必须直面一个操作性的追问：谁来决定一个项目属于“高风险非连续性决断”？如果由担责
者本人来认定，那他就有了一个为自己的一切失败提前开具免罪符的制度工具。如果由委员会来投票
认定，那认定过程本身就落回了伪决断的套中。这个追问的答案是：认定权不能只交给担责者本人，
而应交由一个在组织中具有信用的、以往的记取体系中已被“授格”的成员所组成的独立小组。这个
小组的构成本身，就是对第三项信标的一种先行执行——它由那些在自己的历史上曾经承担过可追责
失败、并且从未推卸的人组成。他们是被组织记取的承重者，因此他们有权——也有组织赋予的权威
——判断面前这个决断，是否属于那种需要被保护的重力时刻。这是决断的重力得以在人身上扎下一
根锚的最起码的土壤。没有这个间隔，任何声称“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口号都只是伪善。

三项信标，各自指向同一个方向：重力承担的条件不是被“宣导”出来的，而是被构成出来的。

七、结论：守住所剩无几的肉身责任，以及本判断的证伪边界

本文是在一堵看似坚固无比的墙上凿出的一道裂缝。这堵墙，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管理学所精
心构筑的一个信念：只要制度足够精密，流程足够完善，信息足够充分，组织就能做出正确的决断。
本文从诺基亚大本营里那些灯光彻夜不灭的会议室、H公司那场在双语制中徘徊的产品会议，和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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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情景暴风雨中孤悬海上的那座钻井平台的对勘中，逼出了与此墙正相反对的一个本体论事实：在
所有可以被制度化的东西都已穷尽的尽头，组织仍然需要——并且永远需要——一个会死的人，独自
说“我担了”。

这个事实，就是决断的重力。它不属于信息，不属于知识，不属于勇气，也不属于任何可以被写
入管理手册的责任分配方案。它是那个发生在制度与知识尽头之外的、不可公约的瞬间。它的在场，
是决断不至于沦为伪决断的构成性前提。

本文由此向上延伸到对当代管理的一种深度诊断：组织最深的病，不是缺乏决断力，而是它的整
个管理系统都被设计成了一台为系统性地消除这个重力发生条件而运转的精密机器。它将决断伪装成
认证，将拖延伪装成谨慎，将无人承重伪装成科学管理。而与HRO的正面交锋，则使这一诊断获得了
必要的精确化：制度化本身不是敌人；敌人是那种将决断的可追责性从肉身抽离、并灌注给匿名流程
的特定制度化路径。组织的存续，不取决于有没有制度，而取决于制度究竟是作为肉身承担的代偿机
制在运转，还是作为肉身承担的条件保障在运转。本命题有一道清晰的适用边界：它主要针对的是那
些“面临生存性非连续性变迁的组织”。在日常运营的标准化决策中，以流程替代重力承担不仅是合
理的，而且是组织理性的体现。本文的批评，从不指向一切组织的一切时刻。

在临近结尾处，本文必须诚实地交代一个开放的研究议程。本文的分析，立基于三个案例——一
个重力被系统性消除的巨兽，一个重力与伪决断并存的灰度组织，和一个因极端处境而被迫灌注重力
的孤岛。需要明确的是，其中的第三个（远海平台情景）是一个构造出来的极限情形，用以确立概念
的边界条件，而不是一项被观测到的事件；本文因此不能宣称“重力间隔”已经在现场被观测到，只
能宣称它已被界定清楚。这些案例为“决断的重力”建立了概念合法性和诊断工具，但本文尚未能提
交一项以大规模组织样本进行的系统性实证检验。那些处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治理结构的组
织——它们在个人代价不等式上的分布如何？不等式的方向与组织的长期存续率之间的相关性究竟有
多强？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用纵贯性的组织民族志、决策过程档案分析和多案例比较设
计来回答。本文目前给出的，是一个让这些工作得以开始的起点，而非一份完备的地图。因此，本文
的核心命题——“决断的重力是组织在非连续性变迁中长期存续的构成性条件”——应被如实定位为
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说，它当前所享有的支持，来自概念的和解-释性的力量，而非来自统计推断的严格
检验。这种诚实，正是概念想要被真正检验的唯一体面的起点。

此外，本文对“如何触发个体承担决断重力的条件”的探讨，仍停留在组织制度构筑层面。下一
步的研究，不应回避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当一个肉身在组织的构成条件已齐备的情形下，仍然选择逃
避重力的承担，这是否会迫使我们进入一个组织理论无法独力回答的、关于个体伦理决断的深层领
域？本文将此悬置，但留下通向这一问题的路标。

最后，本文给出一个严格的证伪条件。本判断的关键支撑点在于：在面临生存性的非连续性变迁
时，组织的长期存续与其保有决断重力的构成性条件之间存在关联。为使这一关联可被检验，本文提
出如下的操作化路径：将“决断重力的构成性条件”操作化为“个人代价不等式”的方向——即在一
个组织中，“做出一个确有风险但必须被做出的决定”的个人可见代价，是否系统性地高于“不做决
定”或“将决定伪装为流程输出”的个人可见代价。将“非连续性决断”操作化为那些“一旦做出，
将不可逆地改变组织的核心资源配置、商业模式或治理结构，且在未来三年内无后备选项可退回”的
决策。基于上述操作化，一个严格的证伪条件是：若有一项纵贯多个行业周期的实证研究，能够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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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地识别出一批面临非连续性变迁的组织，它们在上述个人代价不等式中呈现“做真决断的代价高
于伪决断”的方向，且这一不等式在至少连续两次非连续性变迁的窗口期中得到了持续保持，然而它
们的长期存续率和成功完成根本业务转型的概率，却等同于或高于那些不等式的方向相反（即个人承
担重力的代价低于逃避的代价）的组织，那么，本文的核心命题将被正式地、以经得起检验的方式宣
告为假。

提出这组苛刻的证伪条件，是本文对自身判断力的一种尊重。它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邀约：欢迎
那些认为制度与流程已经足以让决断的重力彻底退场的批评者，用实证来反驳它。但在那一天到来之
前，本文的判断将一直立在这里：组织的生命，终究不在其流程的完美，而在于它在信息尽头所留出
的那个窄小空间——一个肉身，独自站住，说，“我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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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一·全球近邻补切（编辑增补）

本文原稿已与波兰尼、阿伦特、西蒙与马奇、高层梯队理论四家做过切割，并与高可靠性组织理
论正面交锋。编辑在核验阶段发现，两个距离本文更近、也更危险的对手未被请上桌。补切如下，体
例为：该对手已经走到哪一步／分离线在哪里／一条判决性对照预测。

对手一：卡尔·施米特的决断论。施米特在《政治的神学》（1922）中给出了那句著名的判断——
主权者就是决断非常状态的人；并明确指出，决断从规范的角度看是「从无中生出」的：规范无法规
定自己在何时被悬置，因此在规范用尽之处，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人格做出那个不可从规范推导的决
定。就论证结构而言，这与本文所说的「在一切可被言说、可被制度、可被共识的东西都已穷尽的尽
头」几乎同构，而且早了一个世纪。

分离线在于二者所处理的动作方向相反。施米特的决断是建构性的——它创造出规范得以适用的
正常状态，其承担者是主权者，其核心问题是权限问题：谁有权做这个决断。本文的重力是承重性的
——它不创造秩序，它只是在既定秩序内部，为一个不可逆的选择提供人身担保，其核心问题是构成
条件问题：那个承担的位置是否还存在。由此产生一个施米特框架无法覆盖的现象：伪决断。在施米
特那里，「不决断」本身就是主权的丧失，它是可见的、可被指认的；而本文诊断的伪决断，恰恰在
形式上走完了全部决断程序，外观与真决断完全一致。判决性对照预测：若组织中重力的缺席总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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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可辨识的权限真空（章程含糊、无人有权拍板），则施米特的框架已经足够；本文预测，在权限完
全明确的组织中——章程白纸黑字写明某人拥有最终决定权——伪决断照样高频发生，且其发生率与
权限清晰度不相关，只与个人代价不等式的方向相关。这条预测可以在同一行业内、治理结构清晰度
差异显著的一组企业中被直接检验。

对手二：丹尼斯·汤普森的「多手问题」。汤普森在  1980  年的《公职人员的道德责任：多手问
题》中论证：在现代组织中，一个结果由许多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环节共同促成，以致无人能被合
理地指认为该结果的责任人。这几乎就是本文所描述的那种「所有红灯都亮过、然后组织若无其事地
碾了过去」的责任真空。

分离线落在时间位置上。多手问题是一个事后归责的困难：因果贡献确实分散了，每个人都做出
过真实的选择动作，只是无法为这些动作分配责任权重。本文的伪决断是一个事前承担位置的缺席：
那个决断动作本身根本没有发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环节做出过属于他个人的非制度化认
定。二者在事后调查中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痕迹：多手问题的组织，调查者能还原出一串真实的个人
选择（谁在哪一步选了什么），困难在于分配；伪决断的组织，调查者会发现每一步都是「依据某模
型／某委员会／某年度战略主题」的输出，找不到任何一处可以追溯到个人认定的落点。判决性对照
预测：若把责任归属条款写到最细——为每一个决策环节指定一名书面责任人——则多手问题应当缓
解，伪决断的发生率也应当随之下降；本文预测二者背离：归责细化会提高每个环节援引制度理由以
自保的比例，因而伪决断的发生率不降反升。这是本文与多手问题之间唯一一处会给出相反处方的地
方，也因此是最值得去测的地方。

编辑另需指出一位本文未引而实应致意的先驱：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1938）中已把
「道德创造性」列为执行者的核心职能，并留下过一句与本文第四节高度呼应的话——执行决断的技
艺，有很大一部分在于不去决断那些当下并不相关的问题。巴纳德停在了执行者个人的德性上，本文
则把它推进为组织的构成条件；但本文所命名的那个坑，巴纳德已经站在边上看过一眼了。

附论二·与站内既发论文的划界（编辑增补）

本文作者在本站已发表九篇论文，其中三篇与本文距离极近，且本文正文未与之划界。编辑在此
代为摆清位置，并各给一条读者可用的判据。

与《判断的悬置：创业组织制度化困境的一个发生学解释》（之六，判断亲历性）的划界。之六
追问的是能力的养成：制度化如何中断了「亲自判断—承受后果—积累直觉」这一完整循环，因变量
是判断力如何被生产与维持。本文追问的是单次决断事件的构成条件：在那一刻，有没有一具肉身站
进了重力坑，因变量是这一次决断是真是伪。判据：设想一位判断亲历性完好的资深管理者——他一
路自己判断、自己承受后果长起来——进入一个个人代价不等式方向倒置的组织。之六预测他能守
住；本文预测他会迅速学会伪决断，因为能力在，位置不在。若观测到亲历性完好者在任何代价结构
下都保持真决断，则本文是多余的，之六已经足够。

与《被接管的手：创业组织制度化进程中「决策退行」的发生机制》（之八）的划界。之八的因
变量是成员的拥有感与创造热情的衰减，接管方是无主体的规则。本文的伪决断不要求任何人的热情
衰减：诺基亚那些否决触屏项目的高管，其行业热情与隐性知识可以完好无损，他们只是不再站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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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被追责的位置上去。这条差别可直接观测：决策退行的组织，成员自评的投入度下降；伪决断的
组织，成员自评的投入度可以保持在高位，而书面决策依据中的个人认定比例趋近于零。

与《制度求生：创业组织制度化进程中判断力机能保存的隐性抗争机制》（之九）的一处正面冲
突，须公开交代。之九的核心主张是：判断力飞地一旦被正式制度化（写章程、定  KPI、纳入审
计），即在制度化完成的那一刻丧失其功能——被看见即死。而本文第六节给出的三项修复信标（记
取机制、制式外声明、免考核间隔期），恰恰是要把重力承担正式制度化。这不是笔误，二者被制度
化的对象不同：之九保护的是「不被看见」的判断空间，其存续条件就是不被命名；本文制度化的是
「必须被看见」的承担位置，其功能恰恰依赖于被公开记录——那一行「我选路径A，错了是我个人的
判断失误」如果不留痕，就等于没写。读者可用的判据只有一条：把它写进章程之后，它是否还在起
作用？飞地不再起作用，签名条款仍起作用。二者若在同一组织中同时被推行，本文预测它们互不干
扰；若观测到签名条款的引入导致飞地行为同步减少，则两篇论文之间存在本文尚未处理的真实张
力。

与同批《代理性失语：组织衰亡的发生学分析》的分工。该篇与本文是同一批的两个头名，机制
却不同轴：本文管承担位置的缺席（谁站进去），该篇管表达语法的接管（用什么话说）。二者可以
分离出现：一个组织可以有人肯站进重力坑，却仍然说不出那句未被软化的话（代理性失语成立、伪
决断不成立）；也可以有人能说出粗粝真话却无人肯承担后果（伪决断成立、代理性失语不成立）。
若在大样本中二者始终同现、无法分离，则两篇应当被合并为一个机制的两个侧面——这是留给作者
的下一个问题。

附论三·编辑校订说明（编辑增补）

本节公开本文在发表前所做的全部改动，以便读者判断哪些是作者的、哪些是编辑的。

一、第三节第三个现场的性质改判。原稿以真实历史事件的形态呈现该案例，含具体年代、海
域、平台名与负责人姓名，并写明其面临刑事调查与终身禁业的后果。编辑在公开记录中未能定位该
事件或该人物。同批其余各篇（《代理性失语》《被代理的决断》《判断压强的拆解》）均在注释中
明确声明其案例系合成或类型化处理，唯本篇未做声明。处理方式不是删除该节——三个现场的对勘
（极端消除／灰度并存／极端逼出）是本文的论证骨架，删去第三个会使框架塌一角，而该现场的论
证功能本就是逻辑上的极限情形，并不依赖某个具体事件为真。因此编辑将其改写为声明性的构造情
景：删去年代、海域、平台名、人名与刑责细节，在首次出现处即声明它是一台思想装置而非一桩可
查证的事件。相应地，本文承担这一改判的代价——第七节已补入一句：本文因此不能宣称「重力间
隔」已在现场被观测到，只能宣称它已被界定清楚。

二、H公司案例保持原状。原稿已声明其基于作者对一家真实公司的近距离观察、部分细节已做
模糊化处理，材料性质交代合规，编辑未作改动。

三、一处手误。第七节「从诺基亚大本营里那些灯光彻夜不灭的会议室，、H公司……」中的多
余标点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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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论一、二、四为编辑增补，作者正文一字未改。本文页面所标创新智商为：原稿盲评分与
本次增补的修改设计目标，二者均为编辑自评，待独立复评。依评分规程，任何人不得为自己参与修
改的文本认证分数。

附论四·本次增补所核验的文献（编辑增补）

Schmitt, C. (1922/2005).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G. Schwab,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ompson, D. F. (1980).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officials: The problem of many hand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4), 905–916.

Barnard, C. I. (1938).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以上三条为编辑补入，原稿未引；其作者、出处与核心论点均经核验。原稿自带的参考文献（阿
伦特、哈姆布里克与梅森、马奇、波兰尼、西蒙、韦克与萨特克利夫）逐条核对无误，未作改动。

关于本文的创新智商标注

SDE 创新智商　盲评 136 → 修改设计目标 142。盲评分对应未经任何编辑改动的投稿原稿，按 S
结构精确度 0.20、D 差异锐度 0.25、E 纠缠深度 0.20、I 不可还原性 0.20、F 可证伪性 0.15 加权计
算，并按「严格从全球库比较近邻」的口径取分——即在给 D 与 I 打高分之前，先主动到其他学科、
其他语言与更早的文献中寻找最近邻，找到就压分。箭头右侧是本次编辑增补（附论一至四）所针对
的修改设计目标，不是认证分。依评分规程铁律，任何人不得为自己参与修改的文本认证分数，故两
个数字均系编辑自评，待独立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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